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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互证”，作为一种古今贯通、中西融合、

文史跨界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古已有之。在公元

前 3 世纪，孟子（公元前 385 — 304 年［1］）的“知

人论世”［2］，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

322 年［3］）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

肃的艺术”［4］，诗书与历史互映的观念不约而同。

“知人论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文学阐释的基本范式，应是“颂诗读书”和“知人

论世”两方面内容的提炼，涉及诗、书与人、世的

辩证关系：一是先颂诗读书，再知人论世；二是从

知人论世，到颂诗读书；三是诗、书与人、世的互

动。“文史互证”涵盖“知人论世”所略“颂诗读

书”中“文”的成分。

“文史互证”方法，在 20 世纪出现转型。跨越

近两千年，到 1920 年前后，胡适、陈寅恪等从小

适逢清代推行新式教育并且出国深造的学者，推进

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发掘出清代朴学的科学精神。

清代朴学与西方实验主义中西互补的背景之下，

“文史互证”法得到进一步发展。胡适等强调朴学

考证的科学性，侧重语言学、文献学等客观性较强

的领域，而对文学的考证情况则较为复杂。六大古

典小说中受史实影响较大者如《三国演义》《水浒

传》《儒林外史》等，“文史互证”法还可行；但对

虚构性较强者如《红楼梦》，虽从科学考证的方法

入手，则难免遇到曲折与瓶颈。自 1921 年胡适发

表《〈红楼梦〉考证》开启“新红学”至今，百年

红学的进程，为我们探讨“文史互证”何以可能的

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一 文史互证法与自叙说的
  学术肌理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西学东渐形势之下，以

科学方法研治文史成为时代趋尚。诸如，胡适、陈

寅恪、汤用彤早年出国留学，回国后运用实证研究

方法“考证敦煌文献等新材料，从 20 世纪 20 年代

后半期开始在佛教史的研究中发表具有突破性的力

作”［5］。20 年代新文化时期，不仅史学研究取得

突破，胡适等在文学研究方面亦有相关论著，其中

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较多，成就较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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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和鲁迅对古典小说的考证，

陈寅恪和闻一多对古代诗文的考证，往往自觉地将

‘知人论世’的古训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实证基础上，

是现代考证方法的典范性成果”［6］。胡适在《〈红

楼梦〉考证》中考察曹雪芹家世与《红楼梦》本事

的主要方法为文史互证，其成果“自叙”说，成为

1921 年后文史互动的“现代考证方法的典范性成

果”。胡适开创了有别于“旧红学”的“新红学”，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研究方法上，旧红学依赖的是索

隐，新红学所凭借的方法是考证。

“文史互证”在百年红学的历程中产生了多重影

响。胡适 1921 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通过

对曹雪芹生平、家世等问题的考察，考证出“《红

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7］，进而指出成书的历史

背景，以及家史与小说的关系，提出了“《红楼梦》

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之说［8］。在文与史的内

涵上，索隐与考证所面对的“文”相同而“史”有

别，两者对应的“史”则从帝王家、纳兰家，转移

到曹家。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胡适认为，根本区别

在于牵强附会与科学考证两种研究方法上。

《文心雕龙·知音》曰：“沿波讨源，虽幽必

显。”探寻胡适考证《红楼梦》研究方法的来源，

参看胡适考证《红楼梦》期间的其它著作，可见其

对杜威《实验主义》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

关注与思考，以及二者与胡适考证方法的关联。

首先看胡适的考证方法与西方实验主义的关

系。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前曾撰写

《实验主义》，推崇杜威实验主义为“科学试验室

的态度”［9］。在关于“近代科学家的方法进步”

中，论述了“实验的方法”，胡适认为实验方法这

两层意义都很重要：一是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

的观念，不能算是真知识；二是思想的作用不是

死的，是活的，是要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付现在，

根据过去与现在对付未来的［10］。关于论述杜威实

验主义理论的时间背景，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注意：

一为 1859 年杜威出生的时间［11］；二为 1917 年胡

适写《实验主义》时引用的杜威文章较近的时间。

而《实验主义》落款的时间为“民国八年春间演

稿，七月一日改定稿”。相关信息显示，1917 年至

1919 年胡适对“实验主义”的关注对其文学研究，

尤其是《红楼梦》考证产生了直接影响。

胡适 1920 年前后谈论西方“实验主义”的同

时，也关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着力探讨清

代“朴学”确有“科学”精神的问题。胡适《清代

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

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12］从文后

“附记”可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写于 1919 年

至 1921 年间，与《〈红楼梦〉考证》时间相仿。胡

适举例说明“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时，指出“清代

汉学的成绩，要算文字学的音韵一部分为最大”，

并赞叹“我们看了这种校勘学方法论，不能不佩服

清代汉学家的科学精神”［13］。他提出科学方法的两

点要素：“（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14］

强调“但宜推求，勿为株守”是清学的真精神。上

述可见，胡适提出《红楼梦》为作者“自叙”之

说，既有上古知人论世理论和清代朴学思想的学术

基础，也受到西方实验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施用于不同的研究对

象，产生的效果与反响不尽相同。从图 1 我们不难

发现，除《红楼梦》外，在史学领域，以及文学领

域的其他方面，均可采用文史互证法进行研究。

图 1 文史互证研究法应用于不同领域可行性示意图

小说文体中的文言小说如唐传奇等，世代积累

型小说如《三国演义》等，文人独创型小说中的

《儒林外史》等，均有不少采用文史互证法且为人

称道的研究论著。如卞孝萱的《唐传奇新探》《唐

人小说与政治》、胡适的《三国志演义序》、金和

的《儒林外史跋》等。

值得关注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胡适借鉴

清代朴学、杜威实验主义等研究方法，在历史

学、史传题材小说等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至今，有些研究依然有良性的延伸。我们归纳胡

适撰写的几篇章回小说的考证时间，《〈三国志演

义 〉 序 》 为“1922.5.16”；《〈 水 浒 传 〉 考 证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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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7.27”；考证《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传》

写于“1920.4.8”，与《〈红楼梦〉考证》的时间

“1921.3.27 初稿”和“1921.11.12 改定稿”，几乎在

同一时段当中。1920 年至 1922 年，胡适借助文史

互证的方法研究几大古典小说，多有创获。从《三

国演义》到《儒林外史》，其引领的研究之路，相

对平坦。至今此种方法的成果也多被学术界认同，

如陈美林对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的评价：

“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学术研究文史互证的优良

传统。我国古代文化学术向来是文史一家，因而形

成了文史互证的治学之道。陈翔华同志深得这一传

统方法的三昧，但又有所发展。”［15］他对《儒林外

史》的评批 : “《外史》故事托为明朝，实则糅合明

清两代史实于其中。”［16］可见其“文史互证”的治

学思路与方法［17］。实践证明史传题材小说采用文

史互证方法，较为可行。但同样的方法用于《红楼

梦》，文史互证法的研究之路却困境重重。

二 文史互证与自叙说的困境及成因

《红楼梦》考证的成果，“自叙说”和“续书

说”等结论，一百年间争议频繁。“关于《红楼梦》

的作者的姓名、他的家世、性格、遭遇、《红楼梦》

的题旨、版本，等等，乃至李煦的被抄家、大观

园的地点问题、秦可卿死之谜，等等。胡适在对这

些相关材料的搜集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为《红

楼梦》的考证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材料至今

还成为很多‘新探’的例证。”［18］胡适意在“创造

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之路和科学的研究范

式，但也让百年红学步入索隐—考证—新索隐的曲

径。诗史互证如何促进《红楼梦》研究科学性与文

学性的结合，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对 20 世纪 20 年代“胶刻”考据法的反思。

如俞平伯在 1953 的《〈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中，

反思自己 1923 年继胡适《〈红楼梦〉考证》之后刊

行的《红楼梦辨》中曹家与贾家互证的研究。他

说：“若用这‘胶刻’的方法来求它，便是另一种

的附会，跟索隐派在伯仲之间了。”［19］

二 是 对 50 年 代“ 新 索 隐 ” 的 修 正。1953 年

周 汝 昌《 红 楼 梦 新 证 》 初 刊， 第 七 章 为“ 新 索

隐”［20］，并有 75 条从人物到物件的索隐，呈现出

“新索隐”与“自叙说”合流的征兆。1976 年版目

录中没有出现“新索隐”一章［21］。

三是对 2000 年前后“新索隐”的批评。20 世

纪末到 21 世纪初，新红学的困境是某些研究貌似科

学考证，但实为“新索隐”。如霍氏姐弟和刘心武

的研究，“霍氏姐弟和刘心武却巧妙利用了考证派最

重要的成果——自传说和曹雪芹的家世背景资料，

使他们的学说披上了‘科学考证’的外衣”［22］。张

庆善指出：“新旧索隐派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在

于，旧索隐派虽然牵强附会，但他们索隐的人和事

历史上都有，只是与《红楼梦》毫无关系。而新索

隐则没有任何的材料，完全是猜测和编造。”［23］

探究百年红学现实困境的主要成因，我们姑且

从胡适为《红楼梦》考证设定的“正当范围”入

手，探讨一下“朴学”与红学存在哪些交集，索隐

的方法“怎样走错了道路”。

其一，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在其

认为确有“科学”精神的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

考订学中指出：“考订学是考定古书的真伪，古书的

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24］这可与

胡适对《红楼梦》著者问题的考订建立起联系。

其 二， 胡 适 为 什 么 说 索 隐 派“ 都 走 错 了 道

路”？他们不是关注“著者”，而是附会“情节”。

胡适认为：“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

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25］对此，胡

适说：“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

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他进一步指

出：“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

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

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

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

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

当范围。”［26］考证红学的“正当范围”不包含附会

《红楼梦》里的“情节”。

从文学性较强的“情节”出发，寻找历史或家

史的对应，自然行不通：“如果不过渡到这个‘自

叙传’的结论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就不能使

他自己满意；但是，把考证的结果过渡到‘自叙

传’上，则又使胡适不得不陷入自我消解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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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还原与诠释的界限，回避《红楼梦》的虚构

性。”［27］吴组缃认为评论一部小说，不能脱离两样

东西：“一是作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是

要遵循小说的艺术规律，不能脱离小说人物情节的

形象体系作天马行空式的臆断。”［28］重视虚构性、

艺术规律，都在强调小说的文学性问题。

第三，强调“科学方法”，关注史学的角度，

不能忽视文学的要义。胡适希望将科学方法“用来

研究国故”。他认为：

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

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

学的方法。钱大昕的古音之研究，王引之的

《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都是

科学方法的出产品。这还是“不自觉的”科学

方法，已能有这样的成绩了。我们若能用自觉

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

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29］

然而，他考证《红楼梦》，没有从文学之美的

角度去思考。其实胡适也曾论述过“什么是文学”  ：

我尝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

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

但是怎样才是“好”与“妙”呢？这就狠难

说了。我曾用最浅近的话说明如下：“文学有

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

人，第三要美。”［30］

既然要把文学研究当成一门科学，那就必须寻

求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研究其文学

性。胡适以考证的方法研究红学，初衷是创造科学

方法，打破穿凿附会的红学：“我希望我这一点小

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

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

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

梦》研究！”［31］1921 年之后这种貌似“科学的方

法”，也去穿凿附会，甚至走向了伪科学。因而，

运用科学方法探讨文学现象，尊重文学的独立性，

诗史兼顾，应是走出困境的可行之路。

三 文史互证与红楼人物典型化路径

“文史互证”的方法对于《红楼梦》研究，与

抒情言志的诗词、史传小说相比，存在诗与史的

疏离甚至矛盾。传统诗文分析，“颂诗”与“读书”

往往从“知人论世”入手。《红楼梦》中人物的阐

释也沿循这一路径，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作者家

中人与书中人的关系等问题，从胡适提出“自叙

说”开始，在百年红学史上，成为常讲常新的话

题。其争论过程，也呈现出小说人物走向艺术典型

的趋向。

诗史互证论点之一，关于作者在书中的角色问

题。《红楼梦》自叙说遭遇的尴尬在于作者不等于

贾宝玉，作者的感情倾向在书中是一对多的，而不

是一一对应的。

《红楼梦》中到底有没有与曹寅、曹雪芹家世

相关的事情？如果有，又如何看待这些“本事”与

小说的关系呢？《红楼梦》有些人物和情节是有曹

家的影子的。这方面，前人的关注也较多，比如贾

母、贾政等形象的生活原型问题。笔者近年关注到

李纨和贾兰的形象，以及有关孙绍祖出身的情节

中，流露出与曹雪芹的祖辈、父辈相关的信息。这

基于相关论文披露的文献资料和考证成果。

关于曹寅的祖父曹振彦的任职情况，胡适在

《〈红楼梦〉考证》中只写其“原任浙江盐法道”。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考辨》又介绍道：“顺治九

年（1652）春，曹振彦又擢升大同知府。这种极快

的晋升，不排除他在吉州任上的政绩，但同样与大

同的战功有关。”［32］曹寅祖上军职、大同等信息，

出现在迎春的夫婿孙绍祖的家事中。即《红楼梦》

第七十九回所写：“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

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世

交。”这里，“大同”和“军官”等词语与曹振彦的

信息相呼应。小说中的“大同”与“金陵”“扬州”

等地名一样，都曾是曹家祖上任职或居住过的地

方，它们成为作者构想艺术情节的地理背景资料。

《红楼梦》在此没有炫耀家史，只是讲述了中山狼

“全不念当日根由”的劣迹，以忘恩负义、趋炎附

势写世态炎凉。

关于曹雪芹的生父问题，胡适考证贾政的原型

是曹頫，“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其

实，曹頫是由曹寅的侄子过继为子的，如果曹雪芹

是曹頫的儿子，他便不是曹寅的嫡孙。还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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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认为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但在曹颙之子曹

天佑与曹雪芹之间是否能建立起联系，还缺乏直接

证据。张书才认为“曹雪芹的生父乃曹寅之长子

曹颜”，他在“康熙五十年三月因意外事故卒于京

城”，曹雪芹为曹颜“遗腹子”［33］。无论曹颜还是

曹颙，作者为“遗腹子”的考证结论如果成立，似

乎都可以解释贾珠、李纨、贾兰的问题，即贾兰身

上应有作者的影子。这或可解释书中对遗孀李纨形

象的尊敬和呵护，似含有对寡母的尊重。如果曹雪

芹把自己的真实身世付诸贾兰，艺术的构思则倾注

于宝玉上；一个生活原型便对应两个艺术形象。某

些曹家家世资料与小说人物对应时呈现出的复杂现

象，说明生活原型和艺术形象之间是一对多、或多

对一的，而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

诗史互证论点之二，关于书中人物的原型问

题。从曹雪芹的原意来看，秦可卿的病是他要着力

渲染的，因为他所钟爱的女性形象几乎都在以病来

体现美。只是在写到秦氏之死时，开始构思为悬梁

自缢，后来改为病死。与秦可卿的死因相比，她的

病因似乎更为重要，更有助于挖掘这一形象的情感

世界。秦可卿孤苦伶仃身世的设计，与书中女性形

象的系统思考，构成互补关系。《红楼梦》中塑造

了较多有身世缺憾的人物形象。据初步统计，红楼

女子中，父母双亡者 9 人，缺少父亲或母亲者 10

人。书中写红楼女子的身世缺憾，意在渲染“千红

一窟（哭）”与“万艳同杯（悲）”的人生悲剧，共

性之中不乏个性特征。

陈寅恪关于“古典”与“今典”、通性真实与

个性真实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解读《红楼梦》中的

诗史关系：“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

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

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

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

‘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34］有关陈寅恪“以

小说证史”的回忆指出：

“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以小说证

史之思路……《水浒传》所记梁山泊人物之事

迹，多属民间传说甚至虚构，但这类人在当

时环境下，从事这类活动，则是真实的。先

师称之为：“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 ……

先师还曾简要地举过《红楼梦》为例，说尽

管故事纯属虚构，但也反映了清代前期康雍

乾盛世、上层社会之文化水平，及其日趋腐

败、中衰状况。［35］

虽然作者开篇强调“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

但《红楼梦》的艺术真实，远远高于个性真实——

家族的历史。解读《红楼梦》如果还按照其他史传

题材小说研究“本事”探寻的惯性，难免误入迷

途。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中有首

七律：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

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

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此诗作者是脂砚斋或曹雪芹，说法不一，但道出了

创作过程和体会。“千般”，空间之多；“古今”，时

间之久。书中所写不止一家一户个体的悲欢离合，

而是古今千万个家庭的通性历史真实。

“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的理论有助于我们

分析《红楼梦》中的典型人物。如林黛玉、薛宝钗

两位婚恋悲剧女主角外在形象的构思，需开拓视

野，从家族的个性真实拓展到民族的通性真实。清

代学者章学诚评价《三国演义》为“七分史实，三

分虚构”。与历史演义小说不同，《红楼梦》是文人

独创型世情小说，其虚构的成分较多。而且，从

林黛玉、薛宝钗形象的塑造中可知“出浴太真”和

“捧心西子”蕴含着“前代文学的基因特征”［36］。

所以红楼人物艺术形象的构成大致有三方面因素：

即“亲睹亲闻”的家族成员的个性史实、民族传统

文化的通性史实以及作者的艺术虚构。通性史实包

含艺术传承和艺术凝练，个性史实在生活素材的基

础上也不乏艺术加工。

针对《红楼梦》中的通性史实与个性史实的兼

容，俞平伯的论述较有说服力。俞平伯论述《唐六

如与林黛玉》时认为曹雪芹写黛玉葬花，受到了唐

六如暗示：

这是凡读过《红楼梦》的人，都有这个经

验的。但他们却以为这是雪芹底创造的想象，

或者是实有的经历，而不知道是有所本的。虽

然，实际上确有其人、其事，也尽可能；但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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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事，无论如何，系受古人底暗示而来，不

是“空中楼阁”，“平地楼台”。［37］

黛玉葬花与唐伯虎葬花有异曲同工之妙，系受古人

暗示，得前代文学传承。《红楼梦》作者和原型问

题，因研究方法与视角不同，所带来的诗史矛盾，

从与时俱进的角度而言，借助系统论的理念，有望

得到缓释与化解。系统论“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

与局部、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具有整

体性、动态性和目的性三大基本特征”［38］。系统

论的整体性、动态性的理念，为思考现代红学的诸

多复杂问题，提供了全局观念和发展眼光。

新时期红学虽然不乏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去研

究《红楼梦》人物或情节的论文，但从系统论的视

域整体考察红学还是从新世纪开始才形成研究规模

的。从 1978 年钱学森在科学领域倡导系统论［39］，

至 1997 年新世纪红学展望之际，梅新林倡导带有

系统论意味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和

创新”［40］，“三文”的结合，其实是一种诗史兼容。

三文并重与系统论的观念，二十年后，隔代共识。

红学的热点与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热点相比，虽呈滞

后性，但在文学领域亦可谓与时俱进。

四 文史互证与红学未来走向

文史互证之于红学，其未来走向亦应为诗和远

方的交集。这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理论存在不

谋而合之处。“人们只承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

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它是否也是一部作者对当时

社会百态干预和改写的文学作品呢？上世纪 80 年

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创作即持这种主张……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一部文史交响旋律谱成

的历史名著，并对未来的历史提出了自己的主观要

求。”［41］新历史主义如何能阐释《红楼梦》研究中

的诗史关系问题，目前来看，大体有过程性和前瞻

性两个切入点。

其一，红楼版本动态轨迹过程性考察。新历史

主义的文化诗学认为“历史高于本文，过程大于结

果”［42］。胡适倡导新红学以来逐渐产生了对原著、

早期文字过度追求的倾向和怀旧、探佚的情结。而

从过程性出发，考察红楼版本的动态变化，有助于

科学审视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对小说创作和修订

过程所有轨迹的诗性意义，给予足够的尊重。

在此，举一个关注版本过程性考察的实例。我

们根据题名的不同，将《红楼梦》现知的 15 个版

本分成《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石头记》《红楼梦》

三个版本组。通过小说第二十二回《更香》的灯谜

诗，对诸版本中的出韵、改韵，以及署名等复杂异

文加以梳理，归纳分析出相应的版本关系：

图 2 《红楼梦》三个版本组的“灯谜诗”所显示的

过渡关系简图

如图 2 所示，第二十二回的灯谜诗，从出韵现

象到版本异文，显现出这部小说三类书名系统的

演变过程，而且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与《石头

记》系统之间，《石头记》与《红楼梦》系统之间，

存在的过渡和关联也清晰可见。通过三个版本组的

异文比对，推知《更香》和《竹夫人》等灯谜应非

曹雪芹手笔。香菱《咏月》诗第三首的出韵现象，

亦可通过同样的方法加以考察［43］。

《红楼梦》是一部多次增删的小说，诸多版本

代表不同的修订状态。小说开篇即道出了这部巨著

披阅增删的成书过程。十几种版本的动态过程，如

同月亮的运行轨迹，阴晴圆缺，各美其美。

其二，红楼文本诗意空间的前瞻性阐释。《红

楼梦》的传世价值，早在 1920 年梁启超《清代学

术概论》中即直言：“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

千古，余皆无足齿数。”［44］突出了《红楼梦》在清

代小说史上“只立千古”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

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阐释性的文化实践，其生

命力正在于对文学文本所提供的开放性、对话性、

富有生命力的阐释进程”［45］。从文史互证的视角，

赋予红学的未来以开放性、前瞻性的诗意空间。

1. 从“原意”探寻，走向诗意对话。就诗史关

系而言，与“索隐”和“考证”等研究方法不同。

开放性研读诸如叶嘉莹的 “兴发感动”，与文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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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阐释方法相近。叶嘉莹关于“对《红楼梦》本

身之意义与价值的探讨”认为：

整体地说起来，则无论是索隐一派之说，

本事一派之说，或以西方哲学及文学体系立

论的各家之说，自表面看来，他们的着眼和

立说虽然各有不同，可是他们实在却有着一

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要把《红楼梦》一书

的意义与价值，完全纳入他们自己所预先制

定的一种成见之内。因此，当然也就造成了

对《红楼梦》一书之真正意义与价值的一种

歪曲和拘限。［46］

叶嘉莹的看法，与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反对

“旧历史主义”学术研究的观点相仿：“过去的文学

评论家在谈论某一文学作品的‘语境’时，总是假

定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本身无

法达到的真实性和具体性。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试

图再现作者的原意、他的世界观、当时的文化背

景，因此这些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版本、校注和探

讨社会政治实况上。”［47］《红楼梦》真正的意义与

价值的探讨，不应“纳入他们自己所预先制定的一

种成见之内”，不应只关注“再现作者的原意”和

“探讨社会政治实况”。“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

痴抱恨长”，《红楼梦》的艺术内涵不仅仅在于作者

对婚恋悲剧的感伤、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对家族盛

衰的叹惋，更有对人生百态的思考等等。历史与文

学在互相塑造中生成着，试想从“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到“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

在人间”，虽然李商隐、于谦有具体的创作背景，但

千百年后打动读者的，未必是历史“本事”而是精

神魅力。同理，解读《红楼梦》这部经典，也应是

一种“开放性、对话性、富有生命力的阐释进程”。

回首百年红学，考证方法的“实证主义式的阅

读”［48］对于研究一部文学经典，其文献角度的前

期工作还是必要的：“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

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

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

素。”［49］需要澄清的是，科学考证，不应为解读

《红楼梦》“文学本文”设置障碍，而应为批评者与

本文的关系成为相互影响的“同谋者”，搭建鹊桥。

2. 从原本考证走向全本品读。《〈红楼梦〉考

证》除了“自叙说”，还有“续书说”。新的百年，

我们应从传统观念走出，用开放性的视角考察《红

楼梦》后四十回。我们目前尚无确切的资料证明

胡适所言高鹗是后四十回的续作者，但是从乾隆

五十六年初刊本（程甲本）上程伟元和高鹗的序

言，以及次年程乙本上二人的《红楼梦引言》中，

可以确定他们的修订工作。吴贵夫妇的增设、柳五

儿的复活等迹象表明，后四十回中存在疑似程、高

补笔的成分。不过，通过分析后四十回中珍珠与袭

人、鹦哥与紫鹃、大姐与巧姐等疑团，可见后四十

回中应有曹雪芹的残稿。迄今，我们还不能单纯地

用“续书说”或“全璧说”去概括《红楼梦》后

四十回和一百二十回本。不过，以科学的态度，从

诗意的角度去欣赏《红楼梦》这部小说，则是红学

同好共同的心愿。从“原意”走向诗意追求，从

“原本”走向全本阅读，渐成时尚。

未来红学的前瞻性，是由古 - 今到未来的时间

维度、由国内到海外的空间维度的兼顾。未来红

学，应借鉴文化诗学的眼光，归纳百年红学史上考

证、索隐等方法的得失，尝试解开沉溺于历史旧梦

的原意、原本情结的紧箍，走向诗意品鉴和全本解

读。从前瞻性出发，让源于作者诗意生活的《红

楼梦》，干预并改写读者的未来，让古典名著获得

创新性发展，“不仅要善于总结本土优秀传统文化

的经验与智慧……而且拥有基于本土而又超越本

土的世界性意义”［50］。具体诸如从时间维度去考

察《红楼梦》古今刊行历程，从空间维度探讨《红

楼梦》刊本跨境流布的轨迹，以及跨时空的多媒体

传播等。让这部古典名著从文本的阐释到经典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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